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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敷演‧拓變——唐宋「詩史」說演進的再審視 

葉汝駿 ∗ 

（收稿日期：108 年 10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1 月 10 日） 

提要 

本文利用劉若愚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上優化設計的所謂適於中國文論的闡釋模型，以

重新審視唐宋「詩史」說之建構、敷演和拓變的具體情形。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

的精要論述中，已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宇宙、作家、作品和讀者全部四個要

素，其中宇宙與作家之關係是其關懷的最主要面向，由此奠定了「事」在「詩史」說中的

核心地位；《本事詩》在作家與作品關係方面的論述，則開出了對「敘」的面向的關注；

至於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討論，又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

來的觀念。《本事詩》完成了「詩史」說的基型建構，隨後經由宋人的深度敷演和有力拓

變，「詩史」說獲得了躋身中國古代文論之基本議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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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史」二字連用之例，首見於《宋書‧謝靈運傳》，1然其意涵僅止於對詩歌與歷史

之關係作一般意義的描述，即所謂「詩歌的歷史」。2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此一用法出現

頻率頗高，事實上代表了「詩史」一詞主要的、常見的意涵。但「主要」並不代表重要，

「常見」也不一定意味著特點鮮明。相反，正因為這一初發意涵儘止於一般意義的描述，

未曾施以特殊的限定，故未能敷演為一種獨具鮮明特色的概念。是知，一個語詞若要擁有

成為「術語」、「概念」以至「範疇」的可能，3需在符合基本邏輯的基礎上，作超越一般

意義的描述。「詩史」這一語詞，後來之所以超越了「詩歌的歷史」這種基於普通邏輯

的界義，而升格為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個極具鮮明特色的概念——所謂「用『詩』

寫成的『史』」、「作為『史』的『詩』」，4正是由於其後來在描述邏輯或策略上發生了突

破，故能一再引起後人的追索與討論。如今吾人能在浩瀚的傳統文獻中，較為容易地將「詩

歌的歷史」——此種一般意義上的「詩史」與後來具備特殊意涵的「詩史」區隔開來，也

正是因為於後者具備了鮮明的理論品格，從而使吾人在觀念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尋常

的「詩史」之外，別有一種特殊的「詩史」。 

前一種「詩史」是基於普通邏輯上的界義，已如前述，而後一種「詩史」在文獻中則

首見于晚唐孟啟 5（生卒年不詳，875 年進士）的《本事詩》。6凡談及「詩史」問題，必

                                                        
1  《宋書‧謝靈運傳》：「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

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南朝梁‧沈約：《宋書》（北

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 冊，卷 67，頁 1779。 
2  多數學者讚同此觀點。如廖師棟樑以其為「前人的詩作」，見廖棟樑：〈檮杌說——《楚辭》的歷史

學〉，《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181。另郭紹虞先

生認為此處的「詩史」應訓為「詩歌中與歷史有關的典故」，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 冊，頁 220。 
3  關於「術語」、「概念」與「範疇」的定義與辨析，參見汪湧豪：〈範疇的哲學定義〉，《中國文學批評

範疇及其體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4-23。 
4  日‧淺見洋二：〈「詩史」說新考——以白居易〈和答詩‧和陽城驛〉為中心〉，收入日‧淺見洋二著，

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35。 
5  關於孟啟之名，歷來有「棨」和「啟」二說。《新唐書‧藝文志》、顧元慶輯顧氏文房小說本《本事

詩》、《全唐文》卷 817、毛晉輯津逮秘書本《本事詩》俱載為「孟啟」。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

20、《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為「啟」當為「棨」。然據洛陽市白馬寺鎮帽郭村出土的孟家四方墓誌顯

示，歷代文獻中沿用的「棨」之名實誤，其名當為「啟」。參見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啟家世生

平考〉，收入項楚主編：《新國學》第 6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頁 1-17。 
6  此一具有特殊意涵的「詩史」之名首見於晚唐孟啟的《本事詩》。但這並非代表孟啟之前沒有「承認

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歌具有歷史記述功能的觀念」。此論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

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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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溯源至《本事詩》，儘管前賢對此已作了豐富而深入的釋讀，7但主要的關懷往往聚焦於

「詩史」說內涵的形成及演化上。檢視可繼續研究的方式，除了十分困難的新材料之發現、

考辨及運用外，較為可行的進路是轉換觀看的方式，採用一種新視角對這些近乎成熟的議

題進行再度審視。循此，本文將研究視角轉換至前賢鮮少關注的「詩史」這種言說方式或

言說策略之本身，嘗試揭橥「詩史」說在形成初期具體的建構、敷演和拓變的內在理路。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1912-2015）在 1953 年出版的《鏡與燈：浪漫

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一書中提出藝術批評的座標問題，並設計了一個以「作品」為中心的藝術理論

闡釋模型（見下文左圖）。8不過這一闡釋模型似乎並不能全然相容中國的一些文學批評，

於是在 1975 年，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

上，重新優化設計了這一闡釋模型使之能相容於中國的文學批評，同時更改了部分要素的

名稱以專門適應於文學方面的批評（見下文右圖，去掉中間的「詩史」）。 

               
 

                                                        
7  相關重要研究成果如廖棟樑：〈試論孟棨《本事詩》〉，《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9 月），

頁 176-178。日‧內山知也：〈孟啟與本事詩〉，《隋唐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424-433。日‧淺見洋二：〈「詩史」說新考——以白居易〈和答詩‧和陽城驛〉為中心〉、〈關於

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讖」——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文本與語境之關係〉，收入

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5-354、355-369。張

暉：〈「詩史」的最初形態：重讀《本事詩》〉，《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6
年），頁 13-28。龔方琴：〈重讀《本事詩》「李白」條——試論與杜甫相關的若干問題〉，《杜甫研究

學刊》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11 月），頁 25-31。吳懷東：〈《本事詩》「詩史」說與中晚唐學術脈

動〉，《文史哲》2018 年第 4 期（2018 年 7 月），頁 140-151。 
8  艾布拉姆斯認為任何一件藝術品都要涉及作品、世界、藝術家、欣賞者四個要素。其以作品即闡釋

的對象作為座標中心，將世界、藝術家和欣賞者這三個要素與之安排成一個三角形（見正文左圖）。

其發現所有的（西方）藝術理論都只明顯趨向四個要素之一，趨向世界、欣賞者、藝術家者分別形

成模仿理論、實用理論和表現理論，此三者皆與作品密切關聯，最為常見；還有一種僅趨向作品本

身——將作品視作自足體來分析的客觀理論，較為少見。參見美‧艾布拉姆斯著，酈稚牛等譯：《鏡

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40。原著由牛津大學出

版社於 195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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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見，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艾布拉姆斯的闡釋模型是靜態單向的發散型架構，

而劉氏則將其改為動態循環的封閉型架構。劉氏認為藝術過程分為可以雙向運行的四個階

段：第一階段，宇宙影響作家，作家反應宇宙；第二階段，作家在受影響之後創製作品；

第三階段，作品影響讀者；第四階段，讀者對宇宙的反應因接觸作品的經驗而改變。同時，

由於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受到外在宇宙的影響，且由於反應作品，讀者與作家的心靈發生接

觸而嘗試再度捕捉作家對宇宙的反應，因此反過來亦能構成一個循環。9劉若愚利用這一

闡釋模型將中國文學理論分為屬於第一階段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屬於第二階段的表現

理論、技巧理論，屬於第三階段的審美理論和屬於第四階段的實用理論等六種類型。 

然劉若愚的闡釋模型亦非完美，其也坦承這只是一個簡略的圖表。即如本文所探討的

「詩史」說，因其內涵十分豐富且充滿動態的變化，很難將其確切歸為上述六種理論類型

之一。劉氏亦承認各種理論的相互糾纏和影響，故其在《中國文學理論》的最後特設了一

章〈相互影響與綜合〉。不過，由於西方學術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必為各種概念尋得一個終

極的屬性，但這似乎並不適合中國的情形。雖然劉氏對此一點存有警覺，但上述架構仍無

法完美化解相關的牴牾。儘管本文擬基於由劉氏重新設計的所謂適合中國的文論闡釋

模型，以重新審視唐宋「詩史」說的相關意涵，然亦並非全盤採用劉氏理論。筆者以為劉

氏闡釋模型最具借鑒之處在於四要素和四階段的分析，這有助於吾人能夠更細緻入微地分

析「詩史」說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那裡的不同解讀，從而使得各時代的「詩史」說能在

一種自洽的理解框架中各安其位而生一統緒，同時發顯其中長久以來被遮蔽的部分。 

二、建構「詩史」──《本事詩》所見「詩史」說的文本密碼 

《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

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10從「當時號為『詩史』」的說法來看，此種有別於普通邏

輯界義的「詩史」之出現，或不能輕率定於晚唐，至少存在著坐落於從杜甫（712-770）

生前迄於孟啟撰《本事詩》這一時段內的各種可能。但由於現存文獻之不足徵，具體情形

已難以考訂，本文對此暫不討論。《本事詩》這一則論述更重要的意義，或許在於提示吾

人可以透過其來「瞭解『詩史』一語的初始意義」。11又由於此說在今存孟啟以降的晚唐

                                                        
9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年），頁 12-18。 
10  唐‧孟啟：《本事詩》，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6。 
11  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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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文獻中不見任何嗣響，故對《本事詩》中這幾句話的真實意涵的釋讀及對其價值的正

確認識，對於釐清「詩史」說的發展脈絡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不過，《本事詩》在這幾句

論述之前還有很長的篇幅是在敘寫李白的事跡，從文本語境來看，上引這幾句關於「詩史」

說的話語實可謂無關輕重。但若從「詩史」說的發展脈絡來追索，這寥寥數語卻是後世諸

多言論的祖型。12然而，據張暉先生（1977-2013）的研究，「在《本事詩》之後，『詩史』

說馬上就從李白故事中脫離而出了。整個宋代……似乎沒有人注意到『詩史』概念的第一

次提出是依附在李白故事之上。不過這種忽視，反而使得『詩史』概念在宋代得到自由充

分地發展和演變」。13職是，即使孟啟在撰述這則材料上或有其精心安排之處，但作者的

意圖和讀者的接受有時卻並不同步，後世的「詩史」說甚至可以說幾乎都是對《本事詩》

這則材料的某種「斷章取義」。所以在廓清上述事實的情形下，本文將研究的目光聚焦在

這幾句之中，應是可行的。那麼，這寥寥六句二十九字，還隱藏著哪些未曾揭開的文本密

碼？ 

基於劉氏提供的闡釋模型，以下對《本事詩》中這則材料的分析思路為：首先確定四

個要素之具體所指，然後判斷其趨向或專注於四個藝術構造階段中的哪一階段（此處有二

點需說明：一是若涉及多個階段，可能要辨其主次；二是本文採用「假設——檢證」的分

析方法，即以劉氏提出的四個階段為分析框架，先假設研究對象涉及全部四個階段，再逐

一進行檢證，由此得出研究對象所趨向的主要階段），接著分析各階段中兩個要素間互動

運行的具體情形，最後總結出《本事詩》建構「詩史」說之基型的特點，並提示其對後世

的影響。 

劉若愚所建立的闡釋架構「是由一件文藝作品的各種情況必然含有的四個要素間的相

互關係所構成的，亦即：世界、作家、作品以及讀者」。14儘管對於一個理論之價值的衡

量，並非依據它所涉及之要素的齊全程度，但如若一個理論所牽涉之要素越多，那麼其在

建構上的複雜性也將增加。《本事詩》這則簡練的材料中所構築的「詩史」說的原型，實

已涉及到了關乎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這表明了「詩史」說在發生之初便

自具一種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首先看其中「宇宙」的部分，各種文藝理論中的「宇宙」

不盡相同，須研判其具體指向的是物質世界、人類社會，還是某種更高的宇宙？從《本事

詩》的論述來看，它的「宇宙」顯然是指人類社會，若轉換為後世「詩史」說的常用話語，

即所謂的「事」。具言之，是指「祿山之難」這一國家時事以及杜甫「流離隴蜀」這一個

                                                        
12  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8-341。 
13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23。 
14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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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件。再看「作家」，《本事詩》在這裡專指杜甫。至於「作品」，從敘述邏輯來看，是

指反映國家時事與個人事件的作品（不過根據該則文獻的前面部分，具體特指杜甫懷李白

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孟啟視之為典型的「詩史」作品）。最後看「讀者」，可以從「故

當時號為『詩史』」這句中透露消息，根據句子前後敘述邏輯，再結合杜甫的個性及其生

前寂寞無名的事實來看，無論「當時」具體是指何時，15「號為『詩史』」這句話所省略

的主語，當非杜甫本人。儘管《本事詩》明確談論「詩史」的文字只有這寥寥二十九字，

孟啟本人也不一定有刻意建構理論的自覺，但據劉氏提供的闡釋架構的檢視，它實已不同

程度地涉及到了關乎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故這樣的複雜性不得不引起吾

人的重視。那麼，《本事詩》是如何安排這四個要素的闡釋邏輯的呢？其最關注的又是四

個階段中的哪一階段？其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又是什麼？以下先假定《本事詩》的論

述涉及到了藝術過程的全部四個階段，並嘗試透過各個階段的具體分析，以探賾其真正的

關懷之處。 

（一）《本事詩》論「宇宙」與「作家」之關係 

首先看第一階段的「宇宙」與「作家」之關係。對應到具體文本之中，是指「杜逢祿

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這幾句。需說明的是，「畢陳於詩」這句其實兼涉屬於第

一階段的「作家反應宇宙」和屬於第二階段的「作家創造作品」，又更主要地是指向後者，

顯然孟啟在這裡沒有區隔二者，而是將反應的過程和結果直接統合論述了（事實上有時難

以將反應的過程、結果，或者說作品的未發、已發狀態截然分開討論），這裡為敘述方便

仍將該句納入第一階段進行考察。從敘述邏輯來看，這是一個由兩組存在因果關係的句子

嵌套形成的句群，頂層的因果關係為：因為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所以他纔能

將上述經歷「畢陳於詩」（此處毋須糾結作品是未發或已發、在心或在紙）。同時，頂層因

果關係之中的「因」，其內部也嵌套著一對因果關係：因為杜甫「逢祿山之難」，所以纔會

「流離隴蜀」。 

那麼，以上的敘述邏輯意味著什麼？一則，《本事詩》十分關注「宇宙」對「作家」

的影響。這種影響或表現於「作家」外在的方面，從文本語境來看，即國族大事往往影響

甚至決定「作家」個體的遭際；或表現於「作家」內在的方面，即由國族大事影響甚至決

定的個人遭際構成了所謂「宇宙」的部分，其對「作家」的思想情感勢必造成顯著影響，

                                                        
15  如韓經太先生認為「當時」是指「中唐貞元、元和之際」。參見韓經太：〈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

向〉，《中國社會科學》1999 年第 3 期（1999 年 5 月），頁 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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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引發其詩思與創作。若以劉氏的觀點來看，這種情形可視為一種「決定理論」。後世

「詩史」所關懷的核心——「事」，實即劉氏所談的「宇宙」或「世界」的重要部分，可

以說《本事詩》的這一點關懷奠定了後世「詩史」說對「事」的特為看重。 

二則，《本事詩》在「宇宙」的部分又特別區隔出了國族大事與個人遭際這兩大面向，

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確認了前者的決定性地位。16何以見之？竊以為，文本中的「逢」字

或點出了關鍵，其揭示出的是一種個體的「被動性」，具言之，即國族的命運必然影響甚

至決定「作家」個體的命運。反過來說，要形成所謂的「詩史」，詩人必然是被一種宏大

的、個體所不能左右的外在力量所支配。換言之，「國家不幸詩人幸」，「詩史」之塑成，

或需一種負面意義的「天時」。也正因為此一點，那些被稱為「詩史」的作品必定多少蘊

藏著悲劇的意味。《本事詩》的這一點關懷對後世「詩史」說亦形成了深刻影響：一方面

開出了以「詩」為「一國之史」和以「詩」為「一人之史」這兩種基本觀點；另一方面，

「詩史」作品邇能反映個人事跡，遠能見證國族大事，顯示了這類作品強大的思想內容張

力，由此帶來的是詩歌品質的提升；再一方面，由於對國族大事的特為強調，使得後世的

「詩史」說不免帶上了道德關懷甚至審判的意味，充滿了價值論的色彩，進一步的影響則

是：「凡是在詩歌史上被稱為『詩史』的作品幾乎都被視為是偉大的。」17 

三則，在彰顯「宇宙」的強大支配力與揭示「作家」的「被動性」的同時，《本事詩》

也有力強調了「作家」反應「宇宙」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一方面表現在「作家」

可以將對「宇宙」的反應「畢陳於詩」，以詩的形式記錄事實、抒發情感；另一方面則表

現為「如何陳於詩」，這一點涉及到「作家」與「作品」的關係，容後再談。《本事詩》對

「作家」的「能動性」的強調，對後世的影響有兩點：一方面，若與前一點配合來說，恐

怕就在於時危世艱之際，「詩史」觀念往往以道德感為號召，呼喚著有識之士以詩歌的形

式去記錄、表現外在的「宇宙」，這也是緣何「詩史」的適用範圍僅局限于宋末、明末清

初這些「衰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於強調了「作家」的「能動性」，勢必又會帶

出個體「抒情」的問題，引發後世對「詩史」說之「敘事」與「抒情」關係的討論。 

                                                        
16  淺見洋二先生指出「在通過『詩史』記錄下來的『事』之中，孟啟認為處於最核心位置的是個人事

跡」，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41。此觀點

與筆者並不牴牾，只是討論角度不同。根據筆者前面的論述，國族大事是透過個人經歷的中介而對

詩人的內在產生影響，且國族大事和個人經歷又共同組成了影響「作家」的「宇宙」。強調國族大事

的決定性是從這些「事」本身的客觀邏輯層次而言；而淺見氏指出個人事跡的核心性，則是強調各

種「事」的記述需最終以人為依託。 
17  張暉：〈中國的「詩史」傳統〉，《無聲無光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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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事詩》論「作家」與「作品」之關係 

第二階段關涉的是「作家」與「作品」之關係。由於「作家」充當「宇宙」與「作品」

的中介，故對應到文本之中，這一藝術構造階段具體是指「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

事」這幾句。與前述「畢陳於詩」兼涉一、二階段的情形類似，「推見至隱，殆無遺事」

亦兼涉二、三階段。何以言之？因為從「作家」角度來看，此八字可視為一種傾向於規範

性的技巧理論；但若從「讀者」角度來看，此八字就應視作一種審美理論，此時它就傾向

於描述性。亦即，與前文提到的「反應的過程與結果」一樣，這裡的技巧理論和審美理論

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只不過是為了分析的需要而從不同角度將其刻意區隔開來罷了。

從語意來看，這裡無法完全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完全視作「讀者」的審美總結，也

無法單純視作杜甫自覺的敘事技巧，故不如存其兩可。亦即：當截取「畢陳於詩，推見至

隱，殆無遺事」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意段時，視後八字為杜甫的技巧理論，屬第二階段；截

取「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為一個意義段落時，視前八字為「讀者」

的審美理論，屬第三階段。當然，上述的分辨是建築在以「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為美學

範疇的基礎之上的，誠然此八字亦是就杜甫作品的內容而言，但筆者以為其中實際隱含了

鮮明的美學觀念。因為對「事」的擇選、裁剪與加工本身就是一個關涉美學觀念的問題，

作家可以選擇全盤如實呈現，也可以截取片段進行藝術加工，而從「至隱」等字眼可見，

杜甫的這種敘述藝術，顯然是將宏大的、隱微的「事」畢陳於詩中而無所遺漏，可知此八

字實揭示出了早期「詩史」說的敘述藝術取向。 

明乎以上，再從敘述邏輯來看，聯繫整體文本而言，這幾句是在談「作家」反應「宇

宙」的結果；單就這幾句而言，「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就是對「作品」特徵的描述，可

視作「畢陳於詩」之「詩」的進一步補充說明，換言之，這是在具體申說「如何陳於詩」

的問題（當然，這一點的前提是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視作杜甫自覺的創作技巧或敘

事藝術）。而「如何陳於詩」，本質上就是要談敘事藝術的問題。那麼，《本事詩》所標舉

的是怎樣一種敘事藝術？孟啟在這裡並未額外多談，然此八字實已透露出了豐富的消息。

一方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春秋》推見至隱。」18從「推見至隱」的語源來看，

孟啟具體指出了杜詩採用類似《春秋》的敘述策略，即史家以一字寓褒貶、微婉顯晦的表

現方式，其原理類同詩歌創作中的比興手法；另一方面，「殆無遺事」（另「畢陳於詩」也

可納為輔證）雖強調的是訊息全部披露之後的溝通效果，但這種效果既可藉助比興也可以

透過賦法來實現，且披露全部訊息這一行為本身就暗含著通往賦化鋪陳之表現方式的可能

                                                        
18  漢‧司馬遷：《史記》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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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儘管孟啟在其表述邏輯中肯定了「詩史」作品宜於比興的徑路，但實際也為賦化鋪陳

的可能留下了一道理論的縫隙。 

至於《本事詩》以上論述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大抵可歸為兩點。一則，《本事

詩》似乎申明了這樣一種觀念：優秀的「詩史」作品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它以「事」

為本，但同時也呼喚著藝術的加工與配合。如果可以冒昧將「詩史」說簡化為「敘事」的

問題，19並進一步分解為「敘」和「事」的問題的話，那麼 ，這一部分顯然是在談「敘」

的面向。前文已言，「如何陳於詩」構成了「作家」「能動性」的重要部分，這充分說明了

敘事藝術在「詩史」說中的重要地位，儘管孟啟對此惜墨如金，但後世「詩史」說對這一

點可謂饒有興趣。不過，以「事」為主，「敘」為「事」服務的基本傾向已在《本事詩》

中得以奠定。二則，後世的「詩史」說顯然找到了孟啟關於「殆無遺事」這一呈現效果之

實現方式上的理論縫隙，進而引發了「詩史」作品究竟宜于比興還是宜于賦法來表現的熱

烈討論，同時也牽連出了《春秋》筆法等其他敘述藝術方面的問題。 

（三）《本事詩》論「作品」與「讀者」之關係 

第三階段，即「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問題。從《本事詩》這則文字的整體敘述

邏輯來看，其呈現出的是一種層層遞進的因果關係，若補足這些關係詞和省略的部分，其

完整語意或可這樣表達：杜甫因為「逢祿山之難」，所以「流離隴蜀」。又因為上述的經歷

對詩人的身心產生了顯著影響，故杜甫將之「畢陳於詩」，這些作品的特點是「推見至隱，

殆無遺事」。正因為這些「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詩歌作品記錄或反映了由「祿山之難」

引發的個人遭際的改變以及個人內心情思的變遷，所以當時之人將杜甫的這些作品稱作

「詩史」。梳理了這則文字的語意邏輯關係，再來看《本事詩》所論的「作品」與「讀者」

之關係，是以可知：首先是這種由「作家」反應「宇宙」而創造的「作品」對「讀者」產

生了影響（若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視作讀者閱讀作品後的審美經驗總結的話），反

過來，又由於「讀者」透過這些「作品」對杜甫的心靈發生接觸而再度嘗試捕捉杜甫對「宇

宙」的反應，從而建構出了這種名為「詩史」的觀念。一言以蔽之，所謂「詩史」，實際

上是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後世的「詩史」說皆可視作「讀者」不

斷反饋的產物。 

                                                        
19  宋代李復、魏泰、蔡居厚等人即提出「詩史」的意涵為「敘事」。今人如陳文華先生亦將「詩史」的

中心概念定為「敘事」：「『詩史』之基本概念，即在『敘事』，能以詩為敘事之工具，亦詩亦史，即

謂之『詩史』。」參見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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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大抵有兩方面。一則，它開出了後世「詩史」說對「作

家」與「讀者」的雙重關注，具言之，前者表現為對「作家」人格、膽識、才學、修養、

技巧等方面的高度關注；至於後者，則表現為「詩史」這種觀念在後世分化出了豐富的闡

釋，不同的「讀者」建構出了不同意涵的「詩史」說。二則，由於「讀者」反應的千差萬

別，遂引起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現象（又由具體情形的不同牽涉到第三和第四階段，

詳後）。 

（四）《本事詩》論「讀者」與「宇宙」之關係 

劉氏闡釋模型中的第四個階段涉及「讀者」與「宇宙」之關係，這一點在《本事詩》

中並沒有明確論述。但其中關於「宇宙」之於「讀者」的關係，若結合前一點「作品」與

「讀者」的關係來看，或能作一點推論：「詩史」是一種由「讀者」建構起來的觀念，這

些建構者——「讀者」，必定受到了相似「宇宙」的相似影響，因此纔會與這些由特定「作

家」創造的、反映相似「宇宙」的、「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詩歌「作品」產生共鳴。

當然這些推想並無文本上的標記。至於「讀者」之於「宇宙」的方面，《本事詩》中無跡

可尋，不宜過度解讀。但這一點留白，恰為後世的「詩史」說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那

麼，《本事詩》在這一階段上論述的缺失，是否會影響整體闡釋架構的自洽？按劉氏的觀

點，一個理論並非要具備全部四個階段，反而是要明顯傾向於其中的某一階段。《本事詩》

的情形印證了這一點——儘管《本事詩》涉及到了全部四個要素，但它卻明顯傾向於描述

「宇宙」和「作家」關係的第一階段。 

綜上所言，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惜墨如金的論述中，卻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

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且其對四個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言說也具有一種極強的自

洽性，這充分表現出一種力求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此一點提醒吾人：不宜低估《本事詩》

中的這則材料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常僅視其為「詩史」說的雛形）。《本

事詩》所建構的「詩史」說明顯涉及到的是前三個藝術構造階段（即「宇宙」與「作家」、

「作家」與「作品」、「作品」與「讀者」）。其中第一階段纔是《本事詩》最主要的關懷之

所在，由此奠定了「事」在後世「詩史」說中的核心地位；第二階段的論述開出了後世「詩

史」說對於「敘」的面向的關注；而第三階段的論述則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

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以《本事詩》為中心的早期「詩史」說實已開出了

後世「詩史」說的基本面向，後人的諸多討論早已在其中埋下了伏筆。「詩史」說雖在唐

五代僅見《本事詩》一則孤例，但在隨後的宋代卻成為了引起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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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如何展開「詩史」說的相關問題，有了上述對《本事詩》相關分析的參照，亦不難爬

梳其中演進之脈絡，窺探其敷演和拓變的具體進程了。 

三、敷演與拓變——宋代「詩史」說的再審視 

杜甫經典地位在宋代的確立，20引發了宋代杜詩學的繁榮。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宋人

熱衷圍繞杜甫發表有關「詩史」的意見，正如論者所言：「宋人最服膺唐人的詩史說，評

論中運用最多，並有所發展。」21前賢對宋代「詩史」說已作了充分地爬梳，如楊松年先

生的〈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一文將宋人紛繁的「詩史」說歸為九個類別，22此分類

是作者對宋人「詩史」說進行較為全面調查後得出的結論，然亦存在分類稍繁、分析過少、

未注重「詩史」說各種意涵前後發展脈絡等缺憾，另外在材料擇取的標準上似過於寬泛，

許多材料只是對杜甫的一般評價而未與「詩史」聯結。張暉先生在《中國的「詩史」傳統》

第二章〈以詮釋杜詩為中心的宋代「詩史」說〉中，將兩宋三百餘年間的「詩史」說劃分

為北宋仁宗末年到哲宗初年（1060-1090）、北宋徽宗與欽宗朝（1101-1127）以及南宋直至

元初（1127-1286）三階段，分別拈出各時段的重要論述，並指出「詩史」說的主要內涵

在北宋已基本誕生，然雖豐富卻遊移，進入南宋後又逐漸收窄於「春秋筆法」與「知人論

世」兩者的事實。23以上具代表性的兩家論述，分別從共時和歷時之視角分析了宋代「詩

史」說開展之諸面向，互有見地。筆者嘗試運用劉若愚提出的文論闡釋模型，以《本事詩》

所見「詩史」說基點，將宋人豐富的「詩史」說與之進行對照，以探知宋人如何對「詩史」

說的早期意涵進行敷演和拓變。下文所論宋代的部分採共時之視角，然又與唐人觀念相對

照以見其變遷，因此亦是一種歷時之考察。 

                                                        
20  參見程杰：〈陶、杜典範意義的發現及宋詩審美意識的形成〉，《北宋詩文革新研究》第 20 章（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570-587。 
21  劉文剛：《杜甫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12 年），頁 45。 
22  楊松年先生將宋人「詩史」說歸併為九類：「以杜詩善於反映、敘述那一時代的政事」；「以杜詩所敘

述的事物或描繪的情景，最能實錄」；「以杜詩用典未嘗失誤」；「以杜詩煉句下字，往往超詣」；「以

杜詩寓褒貶之意，具春秋筆法」；「以杜詩備於眾體」；「以杜詩詩情誠實」；「以杜詩有年月地理本末

之類」；「直稱杜甫其人或其詩作為『詩史』」 。參見楊松年：〈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該文最

早發表於 1983 年出版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 11 種；後收入楊松年：《中國古典文

學批評論集》（香港：三聯書店，1987 年），頁 127-162，此版本將原題〈杜詩為詩史說評析〉改為

〈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對各類的文字表述進行微調，並刪去原第十類「以杜詩歌行以『嗚呼』

作結為詩史」。 
23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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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宇宙」與「作家」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宇宙」與「作家」之關係是早期「詩史」說關懷的最主要面向，也是引發「詩史」

說的邏輯起點。儘管「詩史」說是一種由「讀者」建構起來的觀念，但它並不是以「讀者」

為中心而是以「作家」為中心立論的（至少代表了後來主流的情形）。「宇宙」與「作家」

之關係亦是宋人討論「詩史」的最主要面向，總的情形是：宋人一方面大幅細化了「宇宙」

影響「作家」這方面的討論；另一方面，「作家」反應「宇宙」的部分更成為宋人關注的

焦點。具言之，表現為以下四個面向。 

1. 對「事」的影響力之確認及對「事」的具體類型之拓展 

宋人延承了早期「詩史」說對「宇宙」即「事」之影響特為看重的觀念，一方面繼續

確認「宇宙」之影響是引發「作家」創造「詩史」作品之原因所在，如潘錞（生卒年不詳，

約 1131 年前在世）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

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24此即就「宇宙」影響「作家」的

角度來談，指出長期流寓的經歷是造就杜甫「善陳時事」的原因。另一方面，宋人又在早

期「詩史」說所拈出的國族大事和個人事跡這兩個基本的面向之外，繼續開出了諸如關懷

物價等一般社會事實的面向。 

其一，「反映時事」說是宋人普遍的看法。此處需說明的是，與詠史詩之「史」為過

去之歷史不同，「詩史」說在建構之初就強調這種「史」的當下性，亦即「時事」。繼孟啟

後宋代最早提及「詩史」的是宋祁（998-1061），《新唐書·杜甫傳》即在「時事」這一點上

對杜詩的「詩史」特質作了確認：「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

史』。」25前引潘錞亦如是說。又如李樸（1063-1127）〈與楊宣德書〉云：「唐人稱子美詩

為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26此亦就早期「詩史」說所關懷的「時事」一點而展開。 

其二，「個人經歷」說或「以詩為傳」說，即以詩歌作為個人事跡的記錄。事實上在

《本事詩》中即已形成了「他傳」與「自傳」二種傾向。其中孟啟重點闡釋的是前者，在

前引《本事詩·高逸》關於「詩史」的那段文字之前，其實完全是在談李白而非杜甫，杜

甫懷李白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幾可視作一篇李白的個人簡傳，在孟啟看來這樣的作品

纔是典型的「詩史」。承繼此一闡釋取向之餘，宋人在杜詩中又進一步尋繹出杜甫為其他

                                                        
24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後集，卷 15，

頁 112。 
25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第 18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頁 5738。 
26  宋‧李樸：〈與楊宣德書〉，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 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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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傳」的情形，如魏泰（生卒年不詳）《臨漢隱居詩話》卷一載：「李光弼代郭子儀，

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27這則材料所引詩句出

自杜甫的〈八哀詩·故司徒李公光弼〉，亦可視作杜甫為李光弼（708-764）所撰的一篇簡「傳」。

從「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的論斷來看，魏泰和孟啟一樣認定這種類似「傳」的作品纔

是典型的「詩史」。再回到《本事詩》中，與孟啟大書杜甫以「詩」為「他傳」形成鮮明

對照，《本事詩》中透露杜甫以「詩」為「自傳」的傾向，實僅僅能從「杜逢祿山之難，

流離隴蜀，畢陳於詩」這寥寥數語中窺出消息而已。宋人的開拓，是在這一方面又進一步

確認了杜甫以「詩」為「自傳」的情形，如胡宗愈（1029-1094）〈成都草堂詩碑序〉云：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

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28其在確認杜甫以詩志己的同時，進而提

出讀其詩可以知其世的論點。 

其三，以上兩者外，宋人又開展出了一種「記錄一般社會事實」說。宋人發現杜詩中

也記錄了一些當世一般的、尋常的社會事實——多數是正史所不載的社會、經濟、醫療、

物質等方面的史料，他們將其視同信史。陳岩肖（生卒年不詳，約 1138-1166 在世）《庚

溪詩話》卷上指出杜甫詩歌時常記載各地物產，且皆有據依：「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

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無有

貴賤，亦時見於吟詠。」29另外，宋人似乎又對杜詩中記錄的唐代物價饒有興趣，30認為

這類詩亦可冠以「詩史」。如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一載杜詩記錄唐代酒價的軼事：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歡浹，談笑無間。忽問：「廛沽尤佳者何處？」中

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

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

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

是知一升三十錢。」上喜曰：「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31 

 

                                                        
27  宋‧魏泰著，陳應鸞校注：《臨漢隱居詩話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頁 318。 
28  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收入唐‧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第 12 冊（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頁 6589。 
29  宋‧陳岩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67。 
30  宋人對此有諸多討論，參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41-46。 
31  宋‧釋文瑩著，鄭世剛等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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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提到杜詩記載唐代川中鹽價的問題，並認為其可作為信史

來看待：「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

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32此亦反映出宋人信任（確切說是崇拜）杜甫，將其

詩視同信史的心態。 

2. 對「事」本身的探求與考證 

宋人對「事」的看重，不僅表現於對「事」的影響力之確認，以及對「事」的具體種

類之拓展，亦表現於對「事」本身的探求與考證。這在宋代汗牛充棟的杜集注本中得到了

集中反映（此處不贅），宋人的詩話中亦見不少考辨。宋人對於鉤沉爬梳杜詩中這種具體

的「一時事」甚為關心，具體例證極多，但情形大同小異。茲舉一例，如蔡居厚（？-1125）

抉發杜甫〈行次昭陵〉中「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一聯的本事云：「安祿山之亂，哥

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

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蓋

紀此事也。」33 

以上一、二點合論之，無論國家時事、個人事跡還是其他一般的社會事實，「詩史」

說本質上所要揭示的就是「事實」或「現實」二字，是故宋人對「事」之具體所指煞費心

思，孜孜探求。詩人以詩記錄並反映事實，是為「實錄」。宋人將「詩史」與「實錄」聯

結起來，如王得臣（1036-1116）《麈史》卷中載：「予以謂世稱杜子美為『詩史』，蓋實錄

也。」34再者，這些「實錄」的作品往往存在著文本上的特定標記，亦即年月、地理、數

字、人物等，宋人又將有這些標記的杜詩作品稱作「詩史」，如姚寬（1105-1162）《西溪

叢語》卷上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35當然，「實錄」

在中國文化的語境本身傾向於褒義，但在宋代「詩史」說的具體接受中也產生了一些弊病

（主要涉及「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階段，詳後）。 

3.「詩史」說的價值導向 

早期「詩史」說確認了國族大事的決定性地位，從而使得「詩史」說先天帶有一種價

值論色彩，充滿道德關懷甚至審判的意味，又由於這種國族大事通常是負面之事，故在艱

危之世，「詩史」說能以道德的力量去召喚有識之士以詩歌記錄、表現國族大事和個人遭

                                                        
32  宋‧朱翌注，朱凱等整理：《猗覺寮雜記》，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10 冊（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8 年），頁 38。 
33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7，頁 43。 
34  宋‧王得臣著，黃純艷整理：《麈史》，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10 冊（鄭州：大

象出版社，2003 年），頁 44-45。 
35  宋‧姚寬著，湯勤福等整理：《西溪叢語》，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4 編第 7 冊（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8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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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所以從這一層認識出發，這種被塗上某種價值色彩的「宇宙」，影響「作家」後必然

會引發其創作上的改變。與杜甫面對安史之亂的情形相似，宋末的詩人亦處於艱危之世。

他們一方面追憶和歌頌杜甫，一方面也用自己的詩作記錄國家大事，於是像汪元量

（1241-1317？）等人亦被賦予了「詩史」的稱號。不過這裡遇到的闡釋困境是，正如劉

若愚自己所承認，屬於第一階段的形上理論、屬於第二階段的表現理論和屬於第四階段的

實用理論，因使用概念上的重合，存在容易混淆的情形。36具言之，具有價值論色彩的「詩

史」說可謂某種「道」的顯示，這是第一階段的問題；進入第二階段，這種「詩史」說則

是個體特質的一種顯現；進入第四階段，這種「詩史」說又成為了一種宣揚「道」的工具，

由此具備了實用的價值。由於劉氏闡釋模式存在上述的糾纏，為更突出這一方面的論述，

筆者將在後文相關部分中對此予以集中探討。 

4.「情」的發顯 

早期「詩史」說由於強調了「作家」面對「宇宙」的「能動性」，遂又會帶出抒情的

問題，不過這在《本事詩》的論述中表現得十分模棱。但聯繫整部《本事詩》來看，「情」

卻是孟啟甚為關心的一個面向。37宋人在這方面也作了一些探討，如張戒（生卒年不詳，

1125 年進士）評杜詩〈可歎〉詩云：「觀子美此篇，古今詩人，焉得不伏下風乎？忠義之

氣，愛君憂國之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之不足，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其詞

氣能如此。恨世無孔子，不列於《國風》、《雅》、《頌》爾。」38張戒是在說杜甫之所以能

創作出如此動人的作品，原因就在於其飽含一腔忠君憂國之情。優秀的詩歌作品必定是思

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杜詩中這些堪稱「詩史」的作品，其價值不僅僅只是記錄事實

而已，同時也包蘊著作者真摯的情感，故所謂「詩史」，本質上都是「有情的歷史」。那些

被稱作「詩史」的作品之所以仍然是「詩」而不是「史」，正是「情」的作用在背後支撐

運作——無論這種「情」是功利的還是無關心的。另需說明的是，與前一小節遇到的闡釋

困境相同，「情」的問題同時牽涉到一、二、四階段，故主要的論述將在後文相關部分展

開。不過，宋人（尤其是在宋末之前）在「情」方面的論述總體看來較為統一，亦即趨向

一種外向的家國主義的「情」而不是內面的個人主義的「情」。 

                                                        
36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248。 
37  廖師棟樑認為：孟啟的「詩情」說正是陸機「緣情」說、鍾嶸《詩品序》以來的繼續。參見廖棟樑：

〈試論孟棨《本事詩》〉，《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9 月），頁 176-178。 
38  宋‧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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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作家」與「作品」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按劉氏的闡釋模型，這一階段主要談「作家」創造「作品」的情形。宋人在這一方面

用力頗深，總的情形是：一方面延承早期「詩史」說在技巧理論層面的關懷並作深入探討；

另一方面，對早期「詩史」說未曾涉及到的表現理論，宋人有了自己的思考。當然，與前

文論述《本事詩》的情形類似，所謂第二階段的技巧理論與第三階段的審美理論實為一體

兩面的關係，它可能既是「作家」自覺的藝術行為，也可能是「讀者」總結的審美經驗，

但兩者畢竟共享著同一個「作品」，關聯甚密，所以這裡仍以「作品」為中心將審美理論

統合至技巧論來討論。 

1.表現理論層面的拓荒 

早期「詩史」說涉及到了技巧理論的問題，但技巧是具體可感的，是可以被標記的。

在這一階段中，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技巧之上的問題，它是抽象的、僅貯存在觀念層次的，

這就是表現理論的問題。具體在中國文論的語境來看，即諸如「詩言志」或「詩緣情」等

說法，亦即從藝術主體即「作家」出發來說明「作品」表現思想情感之特徵的問題。這一

點《本事詩》未曾涉及，宋人對此作了一些思考。惠洪（1071-1128？）《冷齋夜話》卷三

載：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

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

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

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39 

 

上述論述直承曹丕（187-226）「文以氣為主」之說法，劉若愚認為這是一種傾向個人主義

的表現理論，其「著重個人的性格甚於普遍的人類情感」。40也就是說，惠洪認為杜詩之

有「詩史」之譽，這是他個人氣質才賦的表現。其又特別拈出「誠實」二字，意在說明杜

甫表現的個人情志是誠摯、真實而不是虛偽、造作的。這便超越了早期「詩史」說單純從

表象的技巧理論著眼之不足，由此深化了「詩史」說的理論內蘊。 

2.技巧理論層面的深度開展 

                                                        
39  宋‧惠洪著，黃寶華整理：《冷齋夜話》，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9 冊（鄭州：大

象出版社，2006 年），頁 42。 
40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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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詩史」說表露出對「如何陳於詩」即敘事藝術問題的關懷，宋人承繼這一趨向，

又以長於敘事作為杜詩「詩史」性質的主要表現，如蔡居厚云：「子美善敘述，故號詩史。」41

宋人圍繞敘事藝術的問題進行了相當熱烈的討論。 

其一，從用事的角度確認杜詩的「詩史」性質。以杜甫擅長用事是宋人的普遍看法，

如張戒云：「詩以用事為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42當時各種杜集注本皆以考

證杜詩用事為風尚。而姚寬《西溪叢語》卷上引《劉貢父詩話》，更將杜甫擅長用事的特

徵與其作品的「詩史」性質扭合在一起：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

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酂侯，非也。」

按：蕭何為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為不知？杜謂

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43 

 

其二，從字句鍛煉的角度探求杜詩的「詩史」性質。如俞成（生卒年不詳，約 1150

年前後在世）〈校證草堂詩筏跋〉云：「誠知草堂先生煉句下字，往往超詣，續之則不似，

增之則不然，庚之和之，果何為哉……惟是理到，不容加點，古今詩史，一人而已。」44

當然這裡的「詩史」只是一般意義的概念。由於「敘」是為「事」服務的，杜甫煉字煉句

之目的即是要在精煉的字句中表現出更為豐富、深廣的事義。趙與時（1175-1231）《賓退

錄》對此有精闢論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

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

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45 

其三，從格律的角度闡發杜詩的「詩史」性質。《本事詩》未嘗提到「詩史」與格律

的關聯，但唐代已有人關注到杜甫在律詩上的成就，如元稹（779-831）〈唐故工部員外郎

杜君墓系銘並序〉評杜律云：「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

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46前引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說「甫又善陳時

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其中「律切精深」之說顯然承自元稹。然

                                                        
41  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93。 
42  宋‧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頁 16。 
43  宋‧姚寬著，湯勤福等整理：《西溪叢語》，頁 35。 
44  宋‧俞成：〈校證草堂詩筏跋〉，收入唐‧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第 12 冊，頁 6609。 
45  宋‧趙與時著，姜漢椿整理：《賓退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所編：《全宋筆記》第 6 編第

10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 年），頁 139。 
46  唐‧元稹著，冀勤校點：《元稹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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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在「詩史」說中，格律只是配合事義的手段，屬於敘事藝術的一個工具，其之

有無實無傷大體，只不過在杜甫這裡，格律這一點顯得特別突出罷了。質言之，宋祁之論

的真實語意應是：「善陳時事」是「詩史」的必要條件，「律切精深」只是充分條件。 

其四，從文體的角度推斷杜詩的「詩史」性質。陶宗儀（1329-1412？）《輟耕錄》卷

六十七引南宋初僧釋普聞（生卒年不詳）之語：「老杜之詩，備於眾體，是為詩史。近世

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荊公長於絕句，閑暇清臒；

其各一家也。」47但其並未揭示出兩者之間的具體邏輯關聯，此僅為宋代杜詩學一般議題

的發顯而已。前引宋祁似乎又特別凸顯出排律一體，與釋普聞的邏輯恰好相反（當然這裡

的「體」兼有體裁和風格之義），但他們都沒有道清個中的具體關聯，不過總的來說宋人

在這個問題上本即談得很有限（此一點恰是後來好為辨體的明人的主要興趣）。然「詩史」

究竟是否與具體詩體存有內在關聯，學界對此仍有爭議。48 

其五，早期「詩史」說即已透露出其與《春秋》筆法的內在聯結，宋人亦在此一點上

演繹出許多識見。如黃庭堅（1045-1105）〈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之詩〉頸聯寫道：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49「史筆」即撰寫史書的筆法。張暉先生認為「史

筆」在這裡存有兩義，一是強調「史筆可以保存歷史的是非」，二是史筆對於史書存在裝

飾的作用。50上述這種看法在南宋更成為關注的焦點。如周煇（1126-？）《清波雜誌》卷

十載： 

 

煇復考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

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隂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

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

『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為故事， 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51 

 

這裡透過李遐年（生卒年不詳）的說法，指出杜詩善用「以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

從《本事詩》到黃庭堅，雖都暗指「詩史」說與《春秋》筆法的關聯，但都未正面點出，

最早點出兩者關聯的是這則材料。此外，许顗（1091-？）《彥周詩話》、楊萬里（1127-1206）
                                                        
47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 67，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 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年），頁 1426-1427。 
48  如龔鵬程先生認為「詩史」一詞在形式上指涉意義不明，它不代表文類，而只代表價值觀念。參見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19-27。 
49  宋‧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正集卷 18，頁 1287。 
50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48。 
51  宋‧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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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齋詩話》、黃徹（1093-1168）《䂬溪詩話》、劉克莊（1093-1168）《後村詩話》中對此

皆各有陳義，茲不贅舉。但需瞭解的是，宋人形成此一點關懷的背景是《春秋》學在宋代

成為了顯學。52另需提出的是，宋人在關注「詩史」說與《春秋》的關聯之外，也開始將

其與另一部著名史書即《史記》聯結起來。需知，《本事詩》中「推見至隱，殆無遺事」

一語正是出自《史記》。與《春秋》微言大義、微婉顯晦的書法不同，《史記》一方面以直

筆著稱，號以「實錄」；一方面又透過「太史公曰」的論贊之體，在正文之外抒發作者情

感、寓以褒貶。宋人常將杜甫與司馬遷（前 145-？），或將杜詩與《史記》對照並提，其

中最有趣的是蘇軾（1037-1101）以「荔枝似江瑤柱」喻「杜甫似司馬遷」之說，53後來楊

萬里在〈江西宗派詩序〉中闡明個中真意云：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

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

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

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54 

 

從楊萬里的闡釋來看，蘇軾是從風味上找出了杜詩與《史記》相似的閱讀感受。但關於杜

詩與《史記》之關係的討論似乎僅在宋代曇花一現，後世的討論仍以杜詩與《春秋》之關

係為主。 

（三）從「作品」與「讀者」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宋人在「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探討，一方面集中在審美理論的層面，但由於它

和技巧理論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為便於敘述且不至為區隔而區隔，已將其整併至前節中論

述。另一方面，除對「作品」具體可感的層面進行反應外，「讀者」透過這些「作品」，亦

與「作家」即杜甫的心靈發生接觸，從而再度嘗試捕捉杜甫對「宇宙」的反應，亦即以「作

品」為中介上溯到了「作家」的個體本身，進而去體認「作家」的個體特質。再一方面，

由於「讀者」反應的千差萬別，遂引起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現象，一種限於杜甫自身

                                                        
52  參見張高評：〈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人文中國學報》第 16

期（2010 年 12 月），頁 55-96。 
53  宋‧蘇軾注，孔凡禮整理：《商刻東坡志林》，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9 冊（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3 年），頁 177。 
54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230-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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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第三階段），另一種推展至他人（屬第四階段），本節先談前者。總之，以上二、三方

面是是宋代「詩史」說在本階段不同於《本事詩》的主要關懷之處，以下試分論之。 

1.對杜甫個體特質的期待及過分期待 

經由「作品」的中介，宋人得以再度確認杜甫的個體特質，亦即從關懷「作品」的特

質進至關懷「作家」的特質。這使得宋人對杜甫的個體特質賦予了各種期待，其中最鮮明

的是對杜甫忠君愛國之心的歎賞。如惠洪《冷齋夜話》卷二言：「〈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

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55但這是對杜甫總體性的討論，並未與「詩史」綰合。

張暉先生考證出明確將二者結合論述的是南宋的于炱（生卒年不詳），其在慶元三年（1198）

所作的〈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中談到：「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

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于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

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56于炱認為杜詩之所以被尊為「詩史」，並不在於格律、

句法等具體藝術層面，而是根柢於杜甫個人的「忠義」之心。此外，宋人對杜甫個體特質

的體認還廣泛表現於藝術技巧、學養才力等層面，這些已陸續在前文揭示，不再贅言。需

說明的是，形成以上現象的大背景是杜甫經典地位在宋代的確立，由是引發了杜詩學前所

未有的昌盛景象。也正由於這種情形，宋人對杜甫的期待不時越過了事實的邏輯，這種過

分的期待進而形成了一種盲目的崇拜。 

一種顯著的情形是將杜詩全然等同於信史，如前引酒價、鹽價之例。正因為盲目認同

杜詩的史料價值或「實錄」精神，一些宋人甚至認為杜詩記載的事物都是精確無誤的，著

名的例子是沈括（1031-1095）曾質疑杜甫〈古柏行〉中記載的柏樹尺寸有問題，而黃朝

英（生卒年不詳，紹聖後舉子）則堅信杜甫不會出錯，事見《靖康緗素雜記》： 

 

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

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 」予謂存中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

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

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吋。安得

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

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而存中之說誤也。57 

 
                                                        
55  宋‧惠洪著，黃寶華整理：《冷齋夜話》，頁 38。 
56  宋‧于炱：〈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收入明‧楊慎編，劉琳等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

書局，2003 年），卷 39，頁 1207。 
57  宋‧黃朝英著，吳企明點校：《靖康緗素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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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材料顯示，沈括作為一個有著科學精神的學者，其錯誤在於忽略了生活的真實跟藝術

的真實之間的區隔；而黃朝英作為杜甫的擁躉者，其以老杜號為「詩史」故絕不會犯錯。

由此反映出部分宋人對杜甫的非理性崇拜以及對「實錄」精神的曲解。 

還有一種顯著的情形是在藝術表現方面，即認定杜詩「字字有來處」。江西詩派重視

字句鍛煉，如黃庭堅認為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

一字無來處。」58史繩祖（生卒年不詳，1241 在世）更說：「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

處，柳子厚文無兩字無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59這

種「無一字無來處」、「字字有證據」的說法顯然是極盡誇張的說法。 

當然，回頭檢視宋人圍繞杜甫而展開的「詩史」說的熱烈討論，這種熱烈討論本身就

是一種崇拜的行為，淺見洋二先生曾描摹宋人面對杜甫時的心態道：「對宋人來說，杜甫

是無法面對的存在。宋人談到杜甫時，不得不經常面對杜甫本人早已不在的事實，為了銘

記他昔日的存在，獻給杜甫及其詩作的稱號就是『詩史』。這一稱號不正從一個側面反映

了宋人的這種心態嗎？」60 

2.「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一種情形 

狹義的「詩史」是指杜詩中記錄或反映事實的那部分作品。後來「詩史」的使用不斷

泛化，到宋人這裡衍生為兩種情形：一種是以「詩史」作為杜甫或者全部杜詩的代稱；另

一種是以「詩史」稱頌其他詩人及其作品。前一種當視作「讀者」透過「作品」對「作家」

的認知，屬第三階段；後一種則進入了第四階段，應視作「讀者」對「宇宙」的反應，已

轉入一種實用性的層面。這裡先探討前一種情形。 

以「詩史」代稱杜甫或杜詩的情形在宋代極為普遍。如前引史繩祖之論中的「詩史」

即代指全部杜詩。以「詩史」代指杜甫的情況則如孔傳〈雲林石譜序〉：「予嘗聞之：詩史

有『水落魚龍夜』之句，蓋嘗遊湘鄉之山，魚龍蟄土，化而為石，工部固嘗形容於詩矣。」61

另宋人編訂杜集時，便多以「詩史」為名。62然張暉先生認為「這部分文獻內涵明確，沒

有理論意義」。63筆者則以為這部分文獻仍具一定意義，因為一方面這是宋代「讀者」之

「反應」的一個有機部分，是宋人將「詩史」說泛化使用的一種拓變；另一方面，以「詩

                                                        
58  宋‧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 18，頁 475。 
59  宋‧史繩祖著，湯勤福整理：《學齋佔畢》，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所編：《全宋筆記》第 8 編第

3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頁 125。 
60  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49。 
61  宋‧杜綰：《雲林石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 
62  如李歜《註詩史》、陳造《韻類詩史》、古郫徐君《詩史字韻》、方醇道《類集詩史》、題為王十朋集

註之《王狀元集百家註編年杜陵詩史》、陳禹錫《史註詩史》（又名《杜詩補註》）等。 
63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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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作為杜甫或杜詩的代稱，也揭示出宋人在對杜甫的接受中所呈現出的重點關懷的面向，

同時也反映了宋人對杜甫的崇拜心理。 

（四）從「讀者」與「世界」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讀者」與「世界」之關係是早期「詩史」說基本不曾考量到的面向，這一點留白，

正是宋人拓變「詩史」說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下試從三方面申說之。 

1.「詩史」的政教色彩與實用意義 

按劉氏的闡釋模型，此一階段是在談「讀者」閱讀「作品」後對「宇宙」之反應的問

題，他的基本立場是「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64故其運用

的結果會呈現出一種「實用性」。這種充滿價值論色彩的功利主義觀念在宋代非常盛行，

如李綱（1083-1140）〈讀四家詩選四首·其一 子美〉詩云：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

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吒。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淩鮑謝。

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使居孔氏門，寧複稱賜也。

殘膏與剩馥，沾足沽丐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65 

 
李綱認為杜詩之被稱為「詩史」的緣由，在於它具有「足繼風雅」的教化意義，這顯然是

一種受到儒家價值觀念影響的論斷。類似的看法在宋代不少，總體而言愈到南宋，人們對

杜甫的人格修養方面愈加關注。一些論者更以極端性的筆調凸顯杜詩堪有與三百篇相似的

教化意義，如王十朋（1112-1171）〈謁杜工部祠文〉誇張地推崇道：「風雅頌息，嗣之者

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66這種充滿政治色彩與教化意義的實用性觀念，是早期「詩

史」說未曾關懷到的面向，可謂宋人的一大拓變。而宋人之所以關懷這一點，「乃是因為

他們正視到『詩史』中具有一種重要之精神，此即藉詩以褒貶之功能」，67這顯示出宋人

將「詩史」觀念實用化的傾向。 

2.「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 

                                                        
64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277。 
65  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上冊（長沙：嶽麓書社，2004 年），頁 97。 
66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

頁 36。 
67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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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陸續作出揭示，「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是將這一稱號運用在杜甫以

外的詩人。「詩史」的內涵在此種情形下已脫離了杜甫，而升華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具有

普適性的觀念，這是宋人的另一種拓變。王楙（1151-1213）首次將「詩史」的名號賦予

他人——白居易（772-846），《野客叢書》卷二十七「白樂天詩紀歲時」條載：「白樂天詩

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68這種泛化使用的現象在宋末達到了高潮，原因仍與

「詩史」說的初發內涵相關，亦即時局的變化引發「作家」情志的變化，因而他們以詩的

形式去記錄或反映現實。宋末的情形與安史之亂相似，許多有識之士廣泛接受「詩史」的

觀念，故當時不少名位不顯的詩人也被賦予了「詩史」稱號，如周月潭（生卒年不詳）、

潘少白（生卒年不詳）等。其中汪元量更被李鈺（生卒年不詳）推為宋末「詩史」的主要

代表： 

 

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隠而彰，哀而不怨，

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

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抑鬱，不可

復伸，則又有甚于草堂者也。69 

 

李鈺所論雖有溢美之嫌，但其稱「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正與《本事詩》呈

現的唐人賦予杜甫「詩史」稱號的情境類似，同時又從「事」和「敘」亦即思想性和文學

性兩方面對其作出了定性。可以說這是「詩史」說在宋代泛化使用的最顯著實例。 

需說明的是，這種情形與「詩史」的政教意義並非在同一層次上展現出「實用性」。

前者是劉氏所強調的得到儒家讚許的價值觀念；後者則頗為複雜，這些被授予「詩史」之

稱號者，既有像李鈺所揄揚的汪元量這樣契合儒家價值的詩人，也有像王楙從日常化寫作

的角度來認定的白居易這樣的詩人，這兩種情形顯然不能一概而論，其中後一種明顯溢出

了劉氏所定義的「實用理論」。因此，根據宋人泛化使用「詩史」的實際情形，本文所定

義的「實用理論」，在劉氏所謂「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之

外，兼具一種一般性的、無價值色彩的「實用性」——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詩史」是指

一種觀念還是具體的詩人或作品，它都可以在不同價值體系中展現出不同的「實用性」，

如此宋人的上述拓變也得以在整個闡釋框架中有條不紊地各安其位。 

                                                        
68  宋‧王楙著，鄭明等校點：《野客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399。 
69  宋‧汪元量著，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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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詩史」說之「批評的理論批評」 

宋人在第四階段拓變的另一面向，是建立了對「詩史」說的「批評的理論批評」。劉

氏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將文學研究分為「文學的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研究」兩大面向，

各自又下轄四種層級。70張暉先生曾指出歷代「詩史」主要關涉的是「文學的研究」中的

「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的研究」中的「批評的批評」，而宋人多數的「詩史」說主要

還是屬於「文學批評的研究」下屬的「批評的批評」之「批評的實際批評」。71這部分「批

評的實際批評」可以由其具體情形的不同歸入到藝術構造的四階段中。至於「批評的理論

批評」部分，已從個別升華至一般，即從杜甫擴展至其他被賦予「詩史」稱號的人那裡，

從而脫去具體的、個別的質性，升華稱為一般的、普遍的觀念，故應將其納入「讀者」對

「宇宙」的反應這一階段中來審視。關於「詩史」說的「批評的理論批評」，當以邵雍

（1011-1077）的〈詩史吟〉為代表：「史筆善記事，長於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增口云

云。詩史善記事，長於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72作為理學家的邵雍所

關懷的，已不是「詩史」說所具體代表的事件及其表現技巧，而是指向更為抽象、更高層

面的本體論的面向，亦即要強調「真」的重要性——詩歌要「記載隱藏在這些事件、人物

背後的普遍意義」，張暉先生視邵雍的這種「詩史」說為「追求普遍性」的詩學。73 

綜上所述，宋代「詩史」說的內涵極為豐富，對於早期「詩史」說既有敷演的部分，

更有拓變的一面，總體呈現出全面展開之勢，標誌著「詩史」說的成熟。至此，「詩史」

說真正在中國古典文論中據有了一席之地。 

四、結語 

劉若愚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上，重新設計了一個所謂適於中國文論的闡釋模型，即以

「宇宙」、「作家」、「作品」、「讀者」四個要素為端點，組成一個動態循環的闡釋系統，並

以四要素之間的關係分別作為藝術構造的四個過程，進而以此模型分析中國的文論。這一

                                                        
70  劉若愚先生將文學研究分為以下幾個層級。一、文學的研究：A.文學史；B.文學批評（1.理論批評：

a.文學本論 b.文學分論；2.實際批評：a.闡釋 b.評價）。二、文學批評研究：A.文學批評史；B.批評的

批評（1.批評的理論批評：a.批評本論 b.批評分論；2.批評的實際批評：a.闡釋 b.評價）。參見美‧劉

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1-3。 
71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7。 
72  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 18，頁 483-484。 
73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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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為吾人重新審視古老的「詩史」說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看視角。經過前文的分析，可

以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惜墨如金的論述中，卻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之各

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且其對四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言說也具有極強的自洽性，這充

分顯示出了「詩史」說在發生之初便自具一種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此一點提醒吾人：不

宜低估《本事詩》中的這則材料的複雜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常僅視其為「詩史」說的

雛形），事實上「詩史」說的基型在《本事詩》的寥寥數語中即已定調，後世豐富的「詩

史」說或沿著《本事詩》確立的基型開枝散葉、深植根柢，或尋繹其間的理論縫隙而在主

幹上生長出粗細不一的「側枝」，但始終未曾偏離《本事詩》設定的初始方向。重新正確

認識《本事詩》這則材料的價值，有利於正本清源，從源頭上釐清「詩史」說的發展脈絡。 

其二，在四個藝術構造階段中，《本事詩》所明顯涉及到的是前三個階段（即「宇宙」

與「作家」、「作家」與「作品」、「作品」與「讀者」）。其中第一階段是《本事詩》關懷的

最主要面向，從《本事詩》中「詩史」說建構的邏輯鏈環來看，「事」是引發後續連鎖反

應以至於最後建構出「詩史」這樣一種觀念的邏輯起點，由此也奠定了「事」在「詩史」

說中的核心地位。而第二階段的論述，又開出了後世「詩史」說關於「敘」的面向關注。

至於第三階段的論述，則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

觀念。 

其三，《本事詩》完成了「詩史」說的基型建構，稍後的宋人在此基礎上對四個階段

皆展開了深度敷演與有力拓變，具言之：宋人延承早期「詩史」說以第一階段為基本關懷

的理路，再度確認了「事」的核心地位，又拓展細分了「事」的具體類別、對「事」本身

進行孜孜考證，同時也對「詩史」說的價值導向和「情」的問題展開思考。宋人在第二階

段的敷演和拓變，一方面表現在補足了早期「詩史」說未曾涉足的表現理論，一方面又從

用事、煉字煉句、格律、文體、《春秋》筆法等諸面向對技巧理論進行深入探討。在第三

階段，宋人在對「詩史」說的審美理論進行總結的同時，又開出了關懷杜甫個體特質的面

向（並產生了過分期待的情形），此外還衍生出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一種情形，即

以「詩史」作為杜甫或杜詩的代稱。至於早期「詩史」說未曾明顯關涉到的第四階段，宋

人一方面闡發「詩史」的政教意義，使之成為一種契合儒家價值的理論；一方面衍生出「詩

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即將「詩史」稱號賦於杜甫以外的詩人；除卻上述這些「批

評的具體批評」，宋人還對「詩史」說進行了超越具體形相的思考，開出了「詩史」說「批

評的理論批評」之面向。宋人對於「詩史」說的多元探討，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詩學議題，

而是與宋代的杜詩學、公羊學等學問的開展密切相關，同時與宋代關注現實人生、推崇道

德關懷、強調學問功力、趨向日常寫作的文藝思潮息息相通。從這個意義上說，「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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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宋代的興起，實因其深契一代之思想觀念與藝術趣向，「詩史」亦可視作窺探宋代文

藝思潮的一個關鍵詞。 

其四，「詩史」說在《本事詩》中完成了基型建構，但直到宋人手中才真正走向成熟，

並由此獲得了躋身中國古典文論之基本議題的可能。儘管宋人居功至偉，如其開出的《春

秋》筆法與「知人論世」兩點在後來成為了明清學人討論「詩史」的核心面向，但早期「詩

史」說所牽連出來的諸如「賦比興」手法、「詩史」與詩體之關係等問題在此際仍未展開，

亦即早期「詩史」說所遺留的諸多「不确定域」正俟望明清學人的抉發與闡釋。是知，「詩

史」說的生長與完形仍是進行式。本文對「詩史」說在初發的唐宋階段的條分縷析，或能

起到舉一反三、以少總多的效用：宋以降紛繁的「詩史」說亦可參酌本文的分析，使之能

在劉氏提供的理解或闡釋框架中各安其位而生一統緒，其間賡續或新變的部分亦能據此

一眼覷定，進而有助於吾人對「詩史」說的整體演變及其理論特質形成一種體系化的認識。 

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的結語中援引韋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提倡的

展望主義（Perspectivism），指出「我們應該對一部文學作品參考它本身之時代的價值，

以及在它之後各時期的價值」。74文學作品如此，文學理論亦然。「詩史」之所以在唐宋以

降成為詩家學人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除了本文開篇提出的「詩史」說的描述策略在《本

事詩》那裡開始發生了突破，更重要的是「詩史」說在孕穗之初即持論極高，其後更是愈

發與現實人生、家國脈動深度嵌合在一起，從而為身處歷史漩流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向上一

路。劉氏這一闡釋框架可以為吾人揭示的，正是「詩史」這一優良的胚胎，如何一步步分

裂細胞、形成血肉、搏動心跳的奇妙歷程。 
  

                                                        
74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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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E, RU-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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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James J.Y. Liu's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ve model， modified 
from M. H. Abrams's literary theory to be better suited for interpre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re-examining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alysis shows that all four 
elements of universe, writer, work, and reader concerning various situation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have been covered in the concise illustration of "Poetry as History" in Ben Shi Shi 
(Anecdotal Poems). Ben Shi Shi clearly refers to the first three of these four stage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stage, which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writer,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s well accep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he second stage, whi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work, evolves into an emphasis on 
"narration". And the third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 and the reader, suggests that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s actually intende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er. Ben 
Shi Shi contributes to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The subsequent 
profound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are key for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to become a basic topic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Poetry as History, Du Fu, Ben Shi Shi (Anecdotal Poems), 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James J. 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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